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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精准扶贫向乡村振兴转变的过程是村庄外生资源催生内生动力的过程。双层认同、项目造点、乡土

情理分别是新乡贤参与产业振兴因应农户诉求、基层治理、村庄发展的理论逻辑。J 村项目案例研究结果表明，新

乡贤通过发挥动员沟通机制、领头羊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形塑新乡贤与产业振兴耦合机制，催生了村庄的内生动

力，有效推进了产业项目的拓展及社会影响的提升。但当前人才结构失衡、新乡贤参与制度缺失及激励机制不足

等是制约新乡贤进一步发挥作用的迫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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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在国家力量主导和社

会力量参与下，农村获得大量外生资源，包括政策倾

斜、项目投入、人才支援等大量经济资本、社会资本

与政治资本。这些资源为乡村产业振兴奠定了厚实

的项目基础、组织基础、基础设施基础，“中国乡村

发展 进 入 了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的 乡 村 振 兴 新 时

代”［1］( P78)。其中产业振兴和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

战略中最重要的议题。当前新时代背景下，产业振

兴的瓶颈在于乡村外生资源如何催生内生资源及内

生动力。而这一过程有赖于乡村内部人才这一核心

要素。正如学者所言“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

引擎与关键环节”［2］( P10)“人力资本已经逐渐超越了

物质财富的地位，成为支撑经济体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因素。”［3］( P40) 对乡村人才或人力资本及其在乡村

中作用的探索，往往追溯至乡村精英或乡贤相关等

研究上。学者们使用士绅、精英、乡贤、新乡贤、代理

人、新代理人等不同概念指涉乡村治理主体及产业

振兴的内生力量。与乡贤相近的概念还有“乡绅”
“乡老”“搢绅”。乡贤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存在

与作用久远，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其名称、功能有所

差异。先秦时期由乡师、乡大夫参与乡里秩序维持、
事务管理; 秦汉以后，贤能、德高望重的“三老”，在

社会建设、学务、社仓、义仓、桥梁、庙宇、道路修葺等

乡村公共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魏晋南北朝时名

士掌握基层治理权，成为代理治理者; 隋唐以后，科

举之士返乡，乡绅、土绅、搢绅等成为基层治理者。
北宋《吕氏乡约》为乡贤的作用提供了制度依据; 明

清以后，保甲制度与乡约的结合，预示着乡贤的官方

组织归属。因此，传统中国家国同构的社会秩序中，

乡绅群体是平衡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国家利益与

乡村利益的调节器。近现代时期，学者杜赞奇指出，

在国家政权深入乡村并推行新政之时，它特别需要

乡村精英们的密切合作［4］( P158)。梁漱溟在《乡村建

设理论》中论述道: “旧日中国社会的成分，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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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商之四民，而士居四民之首。士人不事生产，

却于社会有其绝大功用; 便是他代表理性，主持教

化，维持秩序; 夫然后，若农、若工、若商，始得安其

居，乐其业。”［5］( P42) 费孝通在《乡土重建》提出“上通

下达，来还自如的双轨形式”［6］( P392) 政治，在双轨政

治中无形组织与乡绅阶层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新乡贤是相对于乡贤而言，在新时代背景下被赋予

新的内涵，是指掌握新知识技术、具备法治知识的乡

贤，他们的经济、政治、道德等综合素质高，对村庄的

整合与影响能力较强，携带着“资金、人力、技术、文
化或市场优势”［7］( P49)。新乡贤通常具备以下要素:

第一，知识、技术、沟通等综合能力强，在乡村具备影

响力和引领能力; 第二，经济资源及社会资本丰富，

具备带领乡村产业发展及回馈乡村的重要基础; 第

三，有乡土归属感及乡愁情结，具备建设家乡的意

愿、使命感和浓厚的家乡情结; 第四，具备公益心、道
德感、处事公平等个人魅力。当前学界将有资财、知
识、道德、情怀等，能对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产生

影响并愿意做奉献的贤能人士均称为新乡贤新时代

背景下，新乡贤是乡村振兴的内生主体，近年来乡愁

“粘性剂”吸引了城市精英返乡创业，因其经济资本

和资源优势，有力推动了乡村的产业振兴。
2021 年 3 月 31 日，财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联合印发的《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指出，中央财政 2021 年预算安

排衔接资金 1 561 亿元，重点用于支持培育和壮大

欠发达地区特色优势产业。这是当前乡村产业振兴

重要外部资源。如何发挥新乡贤在乡村产业振兴的

作用是解决乡村从单纯依靠外部资源向催生内在主

体力量和发挥内生动力转变的关键问题。已有乡贤

与新乡贤作用研究成果中，文化和政治功能较为突

出，而经济功能被相对低估了。虽然也有研究指出

新乡贤在技术、市场、经济引领、项目承包等方面推

进了农村产业及经济的发展。但当前资本下乡、城
市反哺农村战略背景下，经济功能被放置于前所未

有的重要位置。因此，新乡贤的经济功能论述明显

不足，尤其未能较为清晰回应乡村产业振兴为何需

要新乡贤的参与以及新乡贤在产业振兴中具体作用

机制等问题。本文结合具体案例通过新乡贤参与前

后产业项目效果的对比分析，拟呈现新乡贤参与产

业振兴背后的理论逻辑及作用机制。

二、新 乡 贤 参 与 产 业 振 兴 的 理 论

逻辑

扶贫大开发以来，我国就非常重视乡村产业项

目的投入与建设。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各地便探

索出了“公司+农户”或“龙头企业+农户”模式，但

这种模式，公司或龙头企业的负责人多数为村庄之

外的企业家，与农户仅仅是雇佣与被雇佣，甚至是临

时契约关系。除解决村庄极少数劳动力就业、向部

分农户支付土地流转费用外，无法实现产业项目的

涓滴惠民效果。外生于村庄的企业模式，同样无法

实现精准扶贫战略中“精准到户”以及乡村振兴战

略中“生活富裕”等政策目标。部分企业在享受脱

贫攻坚地方政府给予的土地政策、税收优惠、项目资

金支持等福利后，并未能持续营利、有效带动贫困

户，实现村庄产业振兴、福利共享。纯外部企业模式

遵循的是资本的逐利逻辑。而农户自主联结形成合

作社、组织化经营的模式，因缺乏强有力的主体力

量，未能建立与项目的有效联结，也因未能实现与地

方政府、村庄、市场等协同，逐渐式微。因此，新乡贤

参与产业模式，不仅仅呈现地方经验的重要性，其背

后存在因应农户需求、地方治理和乡土情理等重要

理论逻辑。
( 一) 双层认同: 新乡贤参与因应农户诉求逻辑

家庭是中国乡土社会中农民认同的基础单位。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家庭的概念具有较强的伸缩

性，“公”与“私”的界限并非清晰、明显和固定的。
农民的行动逻辑是每个个体( 家庭) 从公家中获取

利益，即占公家便宜。家可以是核心家庭，也可以是

伯叔侄子一大堆人。“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

入自家圈子的人。自家人的范围可以是因时因地而

伸缩的。社会结构好像一块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

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费孝通称之为差序格局［6］( P26)。
贺雪峰提出农民双层认同逻辑: 基础认同和行动单

位是家庭，在这之外还存在超越家庭范围的认同和

行动单位。双层认同逻辑是中国农民的双层行动逻

辑。现代化及转型时期，超出家庭层面的村庄公共

事务中，需要农村新型的超出家庭层面的认同和行

动单位［8］( P108)。农会、士绅、宗族曾经发挥了重要的

家庭之外的认同作用; 土地改革时期，家族及宗族权

威被大大削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通过

肃清运动，士绅、宗族等力量式微。1953 年土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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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复查后，各地农民协会的工作逐渐由乡村政权组

织所取代。人民公社时期，社员的生产与生活需要

与国家及其代理打交道，形成了总体性的科层结构，

社会整合主要通过行政力量进行。家族在集体化时

期不再作为一种组织和正式制度出现，而是作为一

种象征符号和观念，对农民社会生活发挥“隐性影

响”［9］( P49)。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生产经历了从生产

队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分化过程。黄宗智认为

生产队集体化曾为农户与自然村落造就了一种新的

组织机构，包产到户削弱了这种村社组织。在某种

程度上，农民家庭变得离群孤立，一个个单独地站在

国家权力机构面前［10］( P275)。21 世纪以来，各地农村

专业合作社组织有了较多尝试与经验，尤其是 2006
年专业合作社法成立以来，全国农村专业合作社组

织遍地开花。然而合作社组织中仍然存在惠民利益

分享不均、带动力弱、缺乏市场化流通机制等困境。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村产业

发展主要通过县—乡镇—村项目选点方式，辅助到

户的产业补贴形式进行。在产业实施过程中，受制

于知识水平、政策解读以及个人能力等因素，农户缺

乏参与产业发展项目的能力。在对话基层政府以及

国家代理人时，他们往往缺乏谈判、议价及诉求表达

能力。农户缺乏表达权益的“家庭”之外的认同主

体或组织。在农户需求层面，需要中间组织或中间

力量去表达诉求。一方面，新乡贤因为其知识、政策

解读、技能等能力优势，具备代表农户表达诉求的能

力和渠道，具备与基层政府对话的能力和知识。另

一方面，新乡贤与农户之间的血缘、宗族等有着千丝

万缕联系，也决定了其在利益立场上，并不是一味地

亲政府、亲资本，行动逻辑上，能够适当保护农户利

益，成为农户利益协调与保护的重要代理人。因此，

新乡贤是家庭之外层面的认同主体，其参与乡村产

业振兴是因应农户诉求、“跨地域衔接乡村资源和

城市需求”［11］( P168) 的重要桥梁。
农业生产本身的特点需要农户及其认同主体共

同发挥作用。农业科学普遍存在简单化假设，新作

物品种的引进前，机械化、灌溉和施用化肥的计划都

做过长期的技术研究和实地试验，但项目往往未达

到预期效果。从实验室到技术站的试验田，再到真

实农场的大田试验，试验过程中的控制越来越难。
天气、作物和土壤是复杂和多变的，每一个家庭农场

都有独特的土地、技能、工具和劳动力禀赋，每一位

农民也不同，这使得任何简单模型和描述都不可

能［12］( P371－375)。乡村产业从选择、引入，发展到生产

效益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周期越长，意味着项目

需要的资金、人力、物力等各方面投入越多。我国当

前以家庭经营、小农经营为主，农业生产及收益是许

多家庭的“最后保障”。家庭农场与小农往往遵循

生存伦理与“安全第一”原则。新乡贤的市场能力、
社会资本和技能水平，能够保障产业项目减少技术

风险和市场风险。新乡贤能够带领村民，通过土地、
劳动力、资金入股等多种方式，共同投身产业项目，

成为地方特色农业发展的村庄内生主体力量。新乡

贤是农户参与产业项目的信任主体，他们参与有助

于构建产业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 二) 项目造点: 新乡贤参与因应基层治理逻辑

一直以来，乡绅、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居于中介的

重要位置。税费改革后，地方政府从汲取型政府向

悬浮型政府转变; 中央通过大量转移支付、专项资金

等形式建立了围绕项目资金的运作制度，学者称之

为“项目治国”［13］( P34)。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工作室发布的扶贫专项资金数据显示，2016 年

以来，中国专项扶贫资金逐年增加，从 2016 年 660．
95 亿元增加至 2017 年 860．95 亿元，2018 年这一资

金达到 1 060．95 亿元。中央对于地方扶贫的项目资

金总是以先行下拨的方式到达，且资金限期使用，造

成了项目实施的紧迫性和周期性强的特点。产业扶

贫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基础设施、金融支持、政策

配套、利益机制等各个方面，其涉及范围广，带动能

力强，被视为“输血式”向“造血式”扶贫的最有效途

径，也即乡村内生动力及可持续发展的引擎保障。
产业扶贫通过项目资金的方式自上而下向基层政府

输入。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地方政府通常以分项

“撒胡椒面”进行或项目整合或项目打包两种方式

进行。后者因资源集中优势、效果收益短等优势，成

为基层政府反项目约束的重要方式，如领导挂点项

目、产业项目示范点等，即项目造点。产业项目一方

面遵循项目招标、项目督查与项目验收等技术化、程
序化等逻辑，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在推进时往往变通

运行，通过项目捆绑、集中打造示范点方式进行。产

业项目可整合打包的资金包括基础设施专项资金、
小额信贷扶贫资金、产业奖补项目资金、扶贫整合资

金等多项。资金整合和项目打包下，资金密集投入，

项目造点容易呈现面上效益，但因“精准到户”政治

·47·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年



绩效逻辑下，项目造点既需要呈现产业“面”的效

果，同时需要获得农户，尤其是贫困户“点”满意的

政策效果。贫困户的满意来源于产业项目的参与过

程及参与利润分配。新乡贤因其在乡村中血缘、人
情、影响力，具备重要的群众基础、沟通能力、政策解

读能力，能够动员农户参与，同时作为农户的代表或

代理人与政府沟通，为农户共享产业项目发展福利

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新乡贤参与，因应基层政府项目

治理“面上”及“点上”政策目标和政策效果逻辑，是

“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的建构基础”［14］( P21)。
产业项目入乡进村从落地、推进、实施、验收、产

生效果等全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协调、沟通、执行工

作，包括资金筹集、土地流转、劳动力、技术培训、村
庄动员、产业管护、市场销路、利润分配、再投产等循

环过程。政府投资及扶持往往依托产业项目资金、
政策等形式推进，而产业全过程所需要的人力资本、
技术、管理、维护等无法单纯依靠村庄外的政府力

量。从政府的项目执行与落地过程而言，新乡贤的

参与是政策过程的需要。政府无法为每个村庄配备

项目实施人员。虽然精准扶贫战略期间，大量干部

队伍下沉，驻村工作队与第一书记的设置，为产业推

进创造了重要条件。然而项目具有周期性，政策不

稳定，驻村队伍的轮岗轮换制，均决定了产业项目全

过程急需要村庄内部力量的参与，而新乡贤具备参

与能力和群众基础。新乡贤是项目造点及产业项目

执行过程中村庄的重要内生力量。
( 三) 乡土情理: 新乡贤参与因应村庄发展逻辑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是由一

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以己为中心，像石头一

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

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即差序格局。一个差序格局

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网络的每一

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传统的道德里不另找出

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

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因此，乡土社会是熟人

社会。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是依着

事业的大小而决定。事业小，夫妇两人的合作已够

应付，这个家也可以小得等于家庭; 如果事业大，超

过了夫妇两人所能担负时，兄弟叔伯全可以集合在

一个大家里［6］( P48) 因此，乡村社会中家庭的概念极

具弹性，但血缘、宗族、人伦等仍然是乡土社会的重

要秩序规约。随着市场经济及现代资本的发展，逐

利及个体意识日益嵌入村庄的社会关系中。乡土社

会从熟人社会逐渐衍变成半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

遵循的双重行动逻辑，一重是经济利益逻辑，一重是

家庭延伸的家族、宗族等血缘关联的乡土人情逻辑，

双重逻辑交织嵌套发挥着乡土的情理作用。“皇权

不下乡”的传统，选贤任能与乡贤治村历史由来已

久，成为新乡贤发挥新时期产业振兴作用的重要历

史条件。人口流动、乡村变迁的时代，并未消解血

缘、宗族基础上的人情往来作用，而是以关系契约的

方式发挥作用。
新乡贤是村庄的一分子，因其知识、经济、政治

等优势，在村庄公共事务中具备一定乡土权威基础。
产业项目、村庄经济发展中，新乡贤是项目推进中承

担沟通、联结作用的关键主体。面子文化与乡土情

理逻辑下，农户与新乡贤之间，存续血缘、亲缘等信

任基础; 新乡贤在项目过程中，基于乡土情理与逐利

的双重逻辑从中斡旋。通过沟通、协调、多次博弈等

大量工作，能够为产业项目的推进发挥利益共同体

建构作用。新乡贤是乡村产业发展推进因应熟人社

会乡土情理逻辑的重要主体。新乡贤与乡村产业振

兴的逻辑关系图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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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乡贤参与产业振兴的理论逻辑

那么，当前乡村产业振兴中新乡贤的参与的实

然现状如何? 新乡贤参与下产业效果如何? 文章将

通过 W 县 J 村的案例具体呈现与分析。

三、新 乡 贤 参 与 产 业 振 兴 的 案 例

解读

W 县地处中国中西部，全县面积 2 051 平方公

里，人口 30 余万，是原中央苏区县和国家扶贫重点

县，地处罗霄山脉东麓，是全国闻名的红色根据地。
该县 J 村，距离县城 12 公里，原有 50 多户，因城市

化、工业化，年轻人向外流入城市。村庄老龄化加

剧，仅余 9 户常住人口。改造前，J 村是个无人问津

的空心村，院墙破坏、杂草丛生，是中国多数走向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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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的乡村的写照。但 J 村自然环境与文化积淀深

厚。背居井冈山革命根据地，J 村红色文化丰富，文

人辈出，历史积淀厚实; 自然景色宁静优美，古树繁

盛且造型独特，古屋错落有致，田野风光与村落、生
态环境交相辉映。

( 一) 乡村产业项目前期模式与社会效果

CBC 建筑中心( China Building Centre 是致力于

中国城乡创新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机构) 通过考察，

对 J 村自然生态环境、文化积淀等条件因素较为满

意，于是与当地政府合作，联手打造 J 村。通过建筑

设计、文化、艺术引领的方式，以建筑设计聚集的方

式，集结多名国内设计师，以“趣村”为主题，基于村

庄原有地势、风貌、农屋，注入设计理念及文化元素

和现代建设，打造了含民宿、咖啡、酒吧、茶室、休闲、
主题餐厅、乡村剧场等多种业态在内的新型乡村旅

游项目。新村打造完成后，政府与 CBC、社会团体

等合作，围绕儿童开展留守儿童公益计划、歌咏大

赛、绘画大赛、冰心儿童作品大赛、儿童建造大赛等

系列活动，为项目推广及运用奠定了前期基础。J
村该项目模式，以政府为主导，协同 CBC 建筑中心、
高校及社会团体等主体共同承接乡村家庭旅游、企
业团队建设、课程实践、写生基地、文化休闲、文学与

技术竞赛等多种形式和活动，通过村庄的住宿、文

创、饮食等消费推动该村的产业发展。

项目各协同主体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1) 地方

政府角色: 精准扶贫专项资金整合( 整合危房改造、
道路、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项目、产业扶贫专项

等) 、土地及房屋权益交涉及改造 ( 置换土地、收购

土地及土坯房、协助建筑改造) 、项目推广 ( 联系高

校、社会团体等进村开展儿童主题大赛) 、美丽乡村

示范点打造与申报; ( 2) CBC 建筑中心角色: 选拔招

募国内建筑名师云集 J 村设计理念与文化交流; 建

筑物设计与改造( 千园、书院、乡村剧院、咖啡屋、酒
吧、主题餐厅等设计) ; 与政府合作举办建造大赛

( 邀请美国和国内共 21 个高校举办建造大赛、为 J
村创造 21 个建筑作品) ; 主持建筑主题相关的儿童

工作坊、公益活动等; J 村作品国际参赛等; ( 3) 高校

及社会团体角色: 进村开展公益活动、歌咏比赛、绘
画、文学、建筑等比赛; 组织共青党团活动; 为学生提

供比赛之余的建筑文化及乡村文化体验。
项目初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J 村从无人问津

的空心村变成了集建筑、文化、生态一体的精品美丽

乡村。J 村迅速跻身成为乡村振兴示范点; 成 为

CBC 建筑中心改造名品，2019 年 J 村内的建筑作品

获得国际大奖，拓展了海内外的知名度; J 村成为高

校、社会团体的重要实践、团建基地。具体模式及效

果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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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J 村产业模式及前期效果

( 二) 乡村产业项目后续运营与村庄效果

随着 J 村前期设计、改造、项目建设与验收完

成，政府及 CBC 建筑中心的资金、人员队伍慢慢撤

离，项目推广的势头慢慢消退。J 村项目初期原本

如火如荼的大赛、团建活动日益减少。2020 年新冠

疫情爆发，地方政府防疫压力以及疫情活动限制等

因素，J 村产业项目的后续运营开始呈现严重动力

不足的趋势。J 村内引以为傲的建筑作品因维护跟

进不足、游戏设施闲置而出现部分废弃的状态。仅

一年多时间 J 村便呈现衰败迹象。
J 村前期打造及运营中，政府及 CBC 建筑中心

发挥主导作用，呈现项目改造的高效率及 J 村项目

推广的初期良好社会效果，如 J 村的社会知名度、美
誉度迅速提升、获得美丽乡村示范点等。但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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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庄始终居于被动地位，且前期村庄参与严重不

足，村庄的内生主体力量缺失。J 村原本旅游特色

在于乡村、建筑与文化的融合，缺少村庄参与的 J 村

仅剩下建筑元素和建筑作品，失去了乡村田园的内

核，进而失去了该乡村项目的重要精髓。前期 J 村

项目缺乏向下贯彻至村庄效果的认同主体的作用，

缺乏新乡贤的参与，缺乏新乡贤带动村民的参与。
导致了这张产业名品悬浮于村庄之上，不仅项目后

续难以持续运营，且项目带动村庄的经济和文化效

果都逐渐式微。

四、新乡贤参与产业振兴的耦合机制

为遏制因项目资金到期前期大力打造新村的继

续凋敝，W 县加大力度招募项目合伙人，2020 年 10
月份成功招募了北京某企业，签订了为期 20 年的产

业合作协议。企业入驻前后，企业团队对项目做了

大量调查与评估工作。作为村庄外的法人、外乡人，

企业主深知该项目中村庄关键人物和内生力量的重

要性。企业主迅速发现了在村庄颇具影响力、热衷

参与该项目的原村主任袁先生，并通过不断沟通交

流，商讨项目发展路径。袁主任 53 岁，子女在深圳

务工，和妻子、孙子女留守村庄。袁原本住在项目点

内，村庄改造前与政府协议置换土地，迁移至项目点

500 米外重新建房。袁主任前期在 J 村内负责餐

饮、项目点维护、协调村庄务工劳动力等事宜。袁主

任是村庄关键的新乡贤代表人物: 第一，政治经历丰

富，多年的村主任工作经历，对村庄十分了解，知晓

与村干部、乡干部等基层政府交往之道，对政策的学

习领悟能力强; 第二，个人影响力强，处事公正、人品

好、务实，沟通及协调能力较强，善于协调村庄公共

事务; 第三，对于项目积极性高，参与能力强，有意愿

带动其他村民共同受益; 第四，村庄中兄弟、亲属多，

凝聚力较强，具备一定的家族影响力。
与乡村产业前期的政府与 CBC 主导模式不同，

企业入驻后，着力协同政府、社会团队等村庄外生力

量与村庄内生主体新乡贤与村民共同运营 J 村旅游

项目。本文将新乡贤与农户、乡村振兴之间相互作

用的动态关系称为耦合作用。耦合在社会科学中的

使用，是借用了物理学 Coupling 的概念，原意是指两

个或两个以上系统之间良性互动、相互影响、相互协

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系。在以袁主任为代表的新

乡贤参与下，J 村的产业模式及新乡贤参与的耦合

机制具体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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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新乡贤参与产业振兴耦合机制

政府、社会团体虽在企业入驻后，逐渐退出，但

仍然通过项目、活动的方式，为企业、为 J 村推介游

客、消费者，即为产业振兴创造消费市场; 同时根据

不同项目，推介项目负责人、组织者，招募志愿者队

伍，丰富了 J 村人力资本; 而通过项目、活动，J 村游

客获得了乡村文化、童趣文化和建筑文化的多层次

体验。
袁主任一方面积极动员农户通过土地、劳动力

等形式参与 J 村项目; 同时通过自己积累的前期经

验，为村民提供技术培训、管理经验分享，协调村民

在村庄内的劳务工作等内容。从 2020 年 10 月以

来，在袁的影响下，项目吸引了部分外出务工村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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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参与 J 村项目建设。至 2021 年 3 月底，村庄已基

本形成一支较为稳定的新乡贤队伍，带领村民为 J
村的住宿、餐饮、农耕体验、乡村童趣等提供服务。
以袁主任为代表的新乡贤在产业项目发挥了多重的

作用机制。
( 一) 动员与沟通机制

新乡贤利用其政策、知识、沟通能力、既往经历

动员村民参与项目，并通过多次磋商，积极发挥村民

与企业、政府间的协调沟通的角色，提升村民的参与

意愿和行为。参与式沟通形成的民主氛围有助于项

目推进和产生信任机制［15］( P76)。J 村项目在早期政

府主导模式下，村民多以房屋置换、土地置换、危房

售让等一次性交易的方式转给地方政府。劳动力外

流，年轻人外出的 J 村人口日益空心化，房屋空置，

年久失修。比起闲置，村民对于售让、置换等政策欣

然接受。除此之外村民对于对于项目的认知、了解

及关注极其有限，他们仅知道政府和外面的人看中

了 J 村废弃的土地和房屋。因此打造前期仅有三名

村民参与项目。袁主任是三名参与者之一，他对项

目的前景较为乐观，积极承接项目的餐饮服务及蔬

菜、家禽等产品供应。项目前期运营主要通过政府

推广集体活动和举办比赛等方式承接团体业务。J
村是自给自足的自然村落，地理位置较为偏僻，距离

中心城镇略远。改造后，村庄项目涌现的不定期大

量消费者，导致活动期间蔬菜、肉类等供应不足。因

村庄空心化和村民参与不足，项目点内咖啡屋、酒

吧、民宿等服务人员力量不足。企业主承包后，袁主

任利用其影响力动员村民参与项目，通过种植、养殖

供应蔬菜、家禽、鸡蛋等农产品需求; 村民通过劳动

参与，在 J 村项目点打工，如从事洗菜、做饭、环境保

洁等服务工作。袁主任同时积极动员村民承包民宿

或餐厅等。袁主任通过项目介绍、政策宣传，与企业

主进行沟通，并走家串户，增进村民对项目、政策、项
目运营方式的了解，同时协调村庄、企业、基层政府

等关系。通过自身的参与经历和经验分享，袁主任

的动员及沟通工作大大提高了村民的参与意愿。村

庄从前期 3 人参与增加到 10 余户 30 多人参与项

目。村民参与方式时间弹性，空间灵活，项目活动旺

季务工，活动淡季村庄周边种植、养殖，既满足 J 村

项目点材料供给、人员务工需求，同时也大大增加了

村民的家庭经济收入。正因为这种参与形式，克服

了前期活动旺季餐饮、住宿服务跟不上; 淡季 J 村项

目点内村民们无事可做的主要问题，形成了村民、企
业的互惠互利局面。

( 二) 领头羊机制

新乡贤通过参与示范、技术培训与管理培训，引

领村民参与项目，消除村民疑虑，提升村民的参与能

力，发挥领头羊机制。村民最初对于 J 村项目持观

望态度。多数村民认为这些项目与己无关，也并不

清楚项目参与机制，对于项目的家庭增收效果表示

怀疑。他们往往将项目理解为纯粹的政府行为与企

业行为。经济学涓滴效应理论认为，增长与发展是

连续、渐进、和谐的过程。市场能够自动平衡与调节

利益冲突和个人利己逐利行为而产生经济秩序，该

秩序将惠及所有收入群体，实现经济增长的自动减

贫效应与收入差距的自动收敛。因此，经济发展成

果最终能够自然形成社会成员共享的结果。然而，

市场经济及现代资本的发展，企业行为往往成为逐

利行为模式; 政府行为通过项目制的政策方式下达，

在执行过程中，基层政府的变通操作，呈现政策偏离

的结果。国家与村民之间缺乏桥梁，新乡贤是搭建

桥梁的领头羊。袁主任通过自身前期项目参与、增
收的经历与村民分享，为村民消除疑惑，指导村民种

植和养殖，指导村民参与提供服务。与企业主管理

团队，带领村民参加服务培训 ( 对项目和村庄的介

绍、环境维护、保洁服务、餐饮服务等培训) ，挖掘村

民中的佼佼者，参与服务管理。经过半年多的培训

与磨合，当前村民已经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厨师队、保
洁队、村庄维护队、食材供应与采购队等。新乡贤也

从袁主任一人增加为四人，共同带领村民参与项目，

提升了村民的项目参与能力。他们成为村庄及项目

产业发展的领头羊。
( 三) 利益共享机制

新乡贤通过其中间主体作用，为村民争取政策

资源，与企业沟通，为村民争取工资、协议分红，建构

了 J 村产业项目政府名片、企业利润、惠及村民的利

益共享机制。J 村前期是政府主导推动的项目形

式，在项目资金支持和示范点申报上具备其他村庄

无可比拟的优势，村庄基础面貌的变化快且变化大，

项目推广迅速且面广。然而前期项目运营过程中，

村庄居民参与的主体性缺失，除去危房改造和置换

房屋的政策外，村民几乎难以从项目中共享经济的

直接成果。虽然道路基础设施为村民提供了便利，

但如何扩大项目的惠民范围? 又如何解决项目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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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中的劳动力、资源供给量不足等困境? 袁主任

与企业主、基层政府多次协商，通过项目产业资金补

贴的方式，鼓励村民扩大种植和养殖面积，既能为村

民提供生计保障，同时能够以供给项目产业链内的

消费获得收入; 袁主任同时与企业主沟通，协议村民

的务工工资，组建临时劳务队伍( 为规模较大活动、
节日活动作储备) ，通过主题餐厅、民宿劳务承包的

方式，企业做出让利，与村民协议分红，提高村民的

积极性和实际收入。在新乡贤带领村民的作用下，

项目有了服务保障、物资供应保障、劳动力保障，且

保留 J 村农耕生产、农业有机产品等供应的乡村内

核，有助于 J 村项目得以持续运营，且为后期业务拓

展奠定基础。J 村这块美丽乡村的名片得以存续。
新乡贤参与下 J 村呈现了较好的产业效果: 第

一，劳动力回流，乡村人才队伍充实，村庄的内生主

体力量加强，为产业振兴奠定了更为充实的人力资

源力量。2021 年春节以来，村庄回流了部分劳动

力，在项目点内务工和承包; 村庄也吸引了 2 名年轻

人回乡参与项目; 第二，产业项目范围拓展，形式更

为多样，企业与村庄开展了与高校实践合作、建筑、
绘画等实习、企业团队建设活动、儿童素质课堂等多

种形式; 第三，产业项目吸引了更多合作伙伴，如旅

游公司、文创公司，着力下一步项目的拓展业务; 第

四，新乡贤参与下，J 村旅游品质得到保障，J 村建

筑、乡村与文化元素的融合，村民种养殖对于有机生

态农产品的保障; 农耕田园生活为乡村旅游增添了

自然乡村生活元素; 乡村大剧场中，村庄对于当地民

俗、文化节的重视与回归，丰富了旅游的文化层次。
J 村 2021 年来，大大小小承接了多个团队和家庭，

产业项目发展保障了企业的利润，同时惠及于民、惠
及于村，为乡村振兴贡献了重要的发展经验。

五、结语

国家以精准扶贫为战略支持和重视乡村脱贫与

发展，形成了全国农村脱贫与乡村面貌的巨大变化

的成果，中国的“减贫经验是中国为国际减贫提供

的极有价值的参考”［16］( P57)。但未来乡村的发展将

面临更大的挑战，深层次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巩固

前期精准扶贫的成果问题，成为乡村振兴发展问题

的瓶颈。案例村庄新乡贤参与前后的产业效果的对

比分析表明，国家和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力量、企业对

乡村发展的外力支持催生了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国家、市场与社会力量的共享共治，是实现福利的社

会效果持续及增进的重要机制［17］( P76)。新乡贤在乡

土社会中发挥着动员与沟通机制、领头羊机制、利益

共享机制，新乡贤与乡村产业振兴所形塑的耦合机

制为乡村产业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及保障。但是，

也面临诸多问题和困境。首先，J 村与中国多数村

庄同样面临人才外流、新乡贤人才结构失衡的问题。
虽然与普通村民相比，新乡贤知识、经验、技能水平

较高，但在现代化及信息化发展水平日益提升的形

势下，新兴产业领域及项目中绘画、文学、设计、项目

活动管理、策划、营销、解说、主持等领域人才需求

大。J 村已参与的新乡贤队伍，总体年龄仍然过长，

且已有知识与技能储备仍然相对不足。如何吸引更

为年轻、具备相应能力的乡贤发挥在乡或不再乡的

不同形式参与作用，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仍是需要探

索的问题。近年来，国家政策文件也多次提出培养

农业职业经理人、乡村工匠、文化能人等农村人才队

伍，但学术界关于如何培养的问题探讨却非常不足。
如何对已有新乡贤队伍进行培训提升其参与能力和

参与水平等均是新乡贤未来参与产业振兴需要进一

步探究的问题。其次，当前新乡贤参与制度化缺失，

大多数新乡贤出于个人闲散的道德感、对村庄的情

怀与责任感，他们的参与多是自发、非正式形式。新

乡贤是以个人在村庄中生活、任职、亲缘或宗族情感

等多因素，凭借个人道德、人品等魅力发挥作用。这

种作用如何规约? 如何将新乡贤的参与合理化、制
度化，从而明晰新乡贤与基层政府的角色与责任义

务关系，为产业振兴提供组织保障。再则，当前新乡

贤的产业参与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缺乏经济激励、
官方认可的政治激励、精神激励等相应机制。尤其

在一些村庄，产业项目从无到有过程中，需要大量的

动员、沟通、协调工作，如一些地方探索的通过程序

审批高效、透明、合理等方式，减少新乡贤参与的障

碍; 提供土地、项目贷款等方面的适度政策等均是可

能的实践路径。当然，精神激励和新乡贤文化的营

造同样重要。因此，如何优化新乡贤人才建设机制，

加强新乡贤参与产业振兴的制度化建设，完善新乡

贤多元激励机制，是新乡贤参与产业振兴未来需要

探索和解决的迫切问题。

参考文献:

［1］陈文胜．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秩序的变迁［J］．浙江学

·97·第 3 期 魏丹等: 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理论逻辑及耦合机制



刊，2020( 5) ．
［2］田书芹，王东强．乡村人才振兴的核心驱动模型与政策启

示———基于扎根理论的政策文本实证研究［J］．江淮论

坛，2020( 1) ．
［3］张静，高珂，路文成．人力资本积累、创新与经济增长［J］．

东岳论丛，2020( 11) ．
［4］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0－1942 的华北农村［M］．

王福明，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5］梁漱溟．梁漱溟作品集: 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 上海人

民出版社，2011
［6］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7］朱冬亮，洪利华．"寡头"还是"乡贤" : 返乡精英村治参与

反思［J］．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

［8］贺雪峰．农民行动逻辑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J］．开放

时代，2007( 1) ．
［9］应星．农户、集体与国家: 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六十年变迁

［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10］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13．
［11］潘峰．传统伦理与市场理性的融合————“农二代”创

业实践的中介作用［J］．东南学术，2021( 2) ．
［12］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M］．王晓毅，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3］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 兼论“项目治国”

［J］．社会，2012( 1) ．
［14］于水，辛璄怡．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的建构基础与生产机

制［J］．学习与实践，2020( 12) ．
［15］尹利民，程萝倩．参与式预算实践中的协商民主要素嵌

入及其逻辑———基于西湖区“幸福微实事”的实证研究

［J］．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1) ．
［16］李小云，季岚岚．国际减贫视角下的中国扶贫———贫困

治理的相关经验［J］．国外社会科学，2020( 6) ．
［17］袁小平，成兴兴．福利三角的自主性、张力与整合策略研

究———基于农民工培训政策的分析［J］．南昌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6) ．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Mechanism of New Rural Elite
Participating in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WEI Dan1，ZHANG Mu－jie1，MEI Lin2

( 1．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1，China;

Institute of Chines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China; 2．Hubei Open University，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 process in which exog-
enous resources of villages give birth to endogenous power．Double level identification，project creation and local sen-
timent are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new rural elites’participation in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n response to farmers’
demands，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village development．The case study of J village project shows that the coupling
mechanism of new rural elites and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s shaped by giving play to the mobilization and communi-
cation mechanism，the leader mechanism and the benefit sharing mechanism，which gives birth to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the village and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expansion of industrial project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im-
pact．However，the imbalance of talent structure，the lack of participation system and the lack of incentive mechanism
are the urgent problems that restrict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new rural el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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